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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对诗中 “抒情” “言理” “议政” 的思考
陈颖聪

（香港理工大学 专业及持续教育学院， 香港 ９９９０７７）

［摘要］ 诗抒发的是诗人的情性， 又是诗人对现实的理性批判， 它与国计民生有密切的关系。 这种优

良的传统一直指导着诗人的创作， 然而， 却缺少系统的剖析和论述。 明代复古诗论者， 以诗中言理、 议论

而否定宋诗， 引发了一场历时长久的可否在诗中说理、 议论时政的论争。 论争的结果， 不但纠正了复古诗

派控制的明代诗坛的方向， 丰富了我国古代诗歌的理论， 更为我国晚明乃至以后诗歌的发展开拓了新的

境界。

［关键词］ 情； 政； 理； 复古诗论

［中图分类号］ Ｉ ２０７􀆰 ２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８⁃８８９Ｘ （２０２２） ０３⁃００５９⁃０７

抒发作者的情志一直是诗歌创作的主旋律，
入宋以后， 诗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在诗中说

理、 明理， 表达诗人对时政的关心与批判。 这颇

有宋人特色的诗歌创作， 成为南宋末期尤其是明

代复古诗论者批评宋诗， 甚至否定宋诗的依据。
陈国球指出， 宋代大诗家大都与理学有所关

连［１］。 廖可斌则认为， 至于中唐特别是宋元以

来的诗歌创作， 虽不乏优秀篇章， 但大多已不免

浸染理性化或感性化之风， 已部分地丧失了古典

诗歌的审美特征［２］７７。
两位先生的论断颇有代表性， 他们不但指出

了理学对文学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同时亦说明了

诗中能否表达 “理”， 乃至对时政的态度， 是今

天认识和评价诗， 尤其是宋诗不能绕开的问题。
笔者认为， 在这方面， 了解继宋以后明人的态

度， 是颇有启发意义的。

一、 “诗” 与 “政” 通

传统儒家诗教对古代诗坛有着深刻的影响。
这个影响在明人对宋诗的认识中， 所突显的则是

“诗” 与 “政” 的关系， 即儒家所说的 “礼

义”、 道德教化在诗中的意义。
元明之交， 朱同 （１３３９—１３８５） 在其 《覆

瓿集》 中明确表示 “诗之为教与政通” ［３］６８４， 又

说 “时有治忽， 政有污隆， 则诗亦不能不随之

升降” ［３］６８４， 诗之作用在于 “佐圣朝之至治， 以

鸣国家之盛” ［３］６８５。 很明显， 朱同所坚持的是传

统 “诗教” 的主张， 主要就是对孔子关于 “诵
诗三百， 授之以政， 不达； 使于四方， 不能专

对， 虽多亦奚以为” ［４］ 说教的发挥， 认为 “诗”
与 “政” 是不可相分的， 而且是以艺术的形式

反映并影响社会政治的盛衰。 朱同对 “诗教”
的坚持， 对 “诗” 与 “政” 通的肯定， 无疑与

后来复古诗论者以诗中关切时政、 议论时政而否

定宋诗的主张是相左的。
稍后， 在明初影响颇大， 被四库馆臣称之为

“一代伟人， 人争依托” ［５］１４８０ 的练子宁 （１３５０—
１４０２）， 态度就更为明确了：

古之公卿大夫于化成俗美， 无以发其至治之

盛， 则往往作为声诗， 奏之朝廷， 荐之郊廓， 颂

圣神之丕绩， 扬礼乐之弘休， 使圣君贤臣功德炳

然， 照耀于千载之上， 则文章者固可以少欤， 又

何必区区穷愁之余而侈文字之工也？［６］

他肯定诗人的责任是 “化成俗美” “发其至

治之盛”。 这无疑就是对 “教化”、 对社会的治

理， 亦就是对 “诗” 与 “政” 不可相分的肯定。
强调 “ 教 化 ” 在 “ 诗 ” 中 的 地 位， 即

“诗” 与 “政” 通， 在明代早期诗坛上， 反对的

声音 并 不 强 烈。 被 四 库 馆 臣 誉 为 “ 磊 砢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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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５］１４９１ 的罗伦 （１４３１—１４７８）， 对宋诗就有这

样的看法： “其间以诗鸣者 （笔者按： 指宋人），
格律之工虽未及唐， 而周规折矩， 不越乎礼义之

大闲， 又非流连光景者可同日语也。” ［７］ 他对

“本乎情性， 止乎礼义” 的诗教不但坚持不渝，
甚至认为非一般诗人可与比肩。

后来在复古诗派的影响下， “宋无诗” 论者

以 “以议论为诗” 诟病宋人， 于是以诗关心时

政、 议论时政， 亦就成为诗人的大忌。 例如， 王

世贞 （１５２６—１５９０） 认为： “一涉议论， 便是鬼

道。” ［８］ 许 学 夷 （ １５６３—１６３３ ） 对 傅 与 砺

（１３０３—１３４２） “唐人以诗为诗， 主达情性， 于

《三百篇》 为近； 宋人以文为诗， 主立议论， 于

《三 百 篇 》 为 远 ” 给 的 是 “ 甚 当 ” 两 字 的

评价［９］３４０。
尽管复古诗论者力主 “诗” 乃吟咏性情，

拒绝 “诗” 中直接议论时政， 但却未得到学者

普遍信服。 例如， 成化、 弘治期间著名学者何乔

新 （ １４２７—１５０２ ） 所 持 的 正 是 传 统 “ 诗 教”
之说：

诗之为言， 可以感发善心， 惩创逸志， 其有

禆于风化也大矣［１０］。
他不但坚持 “在心为志， 发言为诗” 的意

见， 而且肯定了诗对于 “风化” 的意义。
谭浚 （约公元 １５３７ 年前后） 亦是在这样的

环境下， 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在 《说诗》 的自

序中他主要明确了什么是诗和诗反映什么两个

问题：
夫诗者， 道德之宗， 中和之致。
性之所之谓之情， 心之所之谓之志， 情之所

出谓之声， 志之所出谓之词， 音之成文谓之诗；
世之盛衰， 政之兴废， 人之臧否， 俗之淳漓， 无

不形焉［１１］１８０２。
这些表述， 与孔子的说法， 显然是一脉相

承的。
邹守益 （１４９１—１５６２） 十分重视对蒙童的

教育， 他撰写了一篇 《训蒙诗要序》。 在这篇

《序》 中， 他指出：
夫诗以理情性者也。 何谓性？ 曰仁义礼智

信。 何谓情？ 曰恻隐、 羞恶、 辞让、 是非。 匪

仁， 匪义， 匪礼， 匪智， 匪恻隐、 羞恶、 辞让、
是非， 悉邪也。 故曰： 《诗三百》， 一言以蔽之，

曰思无邪。 圣人教人学诗之法无余蕴矣［１２］。
这段话， 十分具体地把握到诗的根本意义就

是在于让人明辨邪正， 引导初学诗者理解传统儒

家关于 “诗” 与 “仁义礼智信”， 即 “政教”
不可相分的关系。

诗是言志的， 诗应表达的是以礼义为约束的

诗人的真情实感。 在这个原则下， 诗就不可能脱

离社会现实， 不可能不关心时政。
提倡关心国计民生， 强调诗的教化意义， 在

明代是不乏其人的， 例如许应元 （１５０６—１５６５）
强调 “性情” 的抒发必以国家的治理为归宿：

诗吟咏性情而达于治， 其声音通乎政， 其心

志在乎民， 则君子取之［１３］。
这是说诗人之 “声”， 主要应是家国政治得

失之 “声”； 诗人之 “志” 应是 “在乎民”， 而

不是在乎一己之得失； 吟咏性情的最终目的是

“达于治” “通乎政”。
直至晚明， 张次仲 （１５８９—１６７６） 把这层

意思说得更明白了：
诗之所言， 一人之心乃一国之心， 览一国之

意以为己心。 其取义者， 一国之事， 系此一人言

之。 言诸侯之政化于一国， 以其狭故也。 总天下

之心以为己意， 而咏歌王政得失， 道天下之事，
闵风俗之衰， 言天子之政施于天下， 以其广

故也［１４］。
此论之可贵者， 乃在于认识到， 诗人之情并

非个人或某一区域团体之私情， 必以系于国家之

事， 使施于天下， 始为有益于家国的广大之情。
明人在对复古诗论的思考中， 明确了 “诗”

与 “政” 通， 但不是政论之文， 而是以 “诗”
的形式、 感人的 “情志”、 动人的声律， 向读者

明白地表现诗人对社会政治的关心， 并以这种关

心引导社会、 教育人民。 这是 《三百篇》 乃至

汉魏、 盛唐诗人均主张且未有违背的原则， 这原

则在宋人当中显得更为强烈而已。 明代复古诗论

者否定以这个特点而表现的宋诗， 不但违背了中

国古代诗歌创作的传统， 也使诗歌失去了它的社

会意义。

二、 “情” 与 “理” 相依、 相因

讨论 “诗” 与 “政” 的关系需要解决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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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内容是传统的抒情风格与谈 “道” 说 “理”
的关系。

这个问题讨论的焦点在于宋人对 “理” 的

理解， 也就是如何看待与评估宋代 “理学” 对

诗坛发起的严重冲击。 马积高认为， 理学虽渐渐

侵入到文学的领域， 但文学对理学的抵制、 反

抗， 始终没有停止， 只是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

表现［１５］。 廖可斌则认为， 宋代以后， 重 “理

趣” 已不仅仅是理学家们的一种嗜好， 而是已

成为文学创作中的普遍风尚［１６］。 换言之， 宋代

具有诸子特色的 “理”， 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已逐

渐表现出不可遏止的趋势， 并与传统的抒情风格

融合成为一种 “理趣”。
“在洪武、 建文之时卓然自为一家” ［５］１４８０ 的

王绅 （１３６０—１４００） 表示： “夫诗者主乎理， 而

发乎情性者也。 天下之理无穷， 而人之情性不

一， 为能不失于理而得乎情性之正， 斯足以言诗

矣。” ［１７］诗的要旨是得情理之正， 诗、 文所反映

的是世间自然之理， 此理又因人之感受不同而不

同， 于是表现于不同作家的不同作品中， 其情、
其理自然是千姿百态， 但绝无无理之情、 无情

之理。
李梦阳 （１４７３—１５３０） 是复古诗派的领袖，

认为唐调亡于宋人的 “主理”， 但亦有自己的说

法： “宋人主理作理语， 于是薄风云月露一切铲

去不为， 又作 ‘诗话’ 教人， 人不复知诗矣。
诗何尝无理， 若专作理语， 何不作文以为诗

耶？” ［１８］４７７细味此语， 他并不是完全否定 “诗”
中言 “理”， 只是强调不能 “专作理语”。 对

“专作理语”， 李梦阳作了这样的解释：
天下有殊理之事， 无非情之音， 何也？ 理之

言常也， ……乃其为音也， 则发之情而生之心

者也［１８］４６８。
在李梦阳看来， “理” 无非就是 “情”， 得

“情” 之正， 则是 “理” 之正。 所以他强调

“情” 必 “生之心”， 这是作者真的感受， 真的

“情”， 然而这个 “感受” 又必须不背离 “理之

常”， 所以李梦阳认为真正的 “情” 必然包含着

真正的 “理”， “情” 与 “理” 是融为一体、 不

可相分的。 但他着重指出 “宋人主理作理语”，
是以 “理语”， 即以理学家思辨的语言， 抽象地

表达 “理”， 并不是以 “情” 而通 “理”、 达

“理”。 于是在李梦阳的认识中， 宋人是把诗中

的 “情” 与 “理” 相分离， 乃至以 “理” 而代

替 “情”。 换言之， 他认为宋人丢弃了诗的含

蓄、 蕴藉、 形象、 比兴、 声律和谐等特点， 而以

诸子散文的语言形式， 直接参与政治。 李梦阳对

诗中的 “理” 本近乎合理的认识， 却因其旨在

对宋诗的否定， 而为包括其自己在内的 “宋无

诗” 论者忽略了。 然而， 在 “情” 与 “理” 的

关系上， 另一位对复古诗论的同情者———许学夷

（１５６３—１６３３）， 则借祝君泽之言， 纠正了这个

偏差：
祝君泽云： “故其 （笔者按： 指屈原、 宋玉

之骚） 忠君爱国， 隐然出于理。 自情而辞， 自

辞而理， 真得诗人发乎情、 止乎礼义之妙， 岂徒

以辞而已哉。” ［９］３３

诗之作， 乃由 “情” 而 “辞” 而 “理”，
他认为 “情” 是诗人的出发点， 最后落脚点则

必然是 “理”， 但不能因诗中对 “理” 的表述，
而忽视诗的辞藻， 甚至否定诗应以情感人、 动

人。 所以他又说：
王孝伯称古诗 “所遇无故物， 焉得不速老”

为佳句， 盖论理意耳［９］４７。
如阮 籍 《 咏 怀 》 之 作， 亦 渐 以 意 见 为

诗矣［９］５０。
他明确告诉世人， 诗中言理， “以意见为

诗”， 议论得失， 是自古以来诗人从不回避的写

作方法。
伍袁萃 （约 １６０５ 年前后） 的 《林居漫录》

多载朝野故事， 虽有言辞过激之嫌， 但却反映了

他对诗人议论时政的鲜明态度：
评诗者有曰： “宋人以议论为诗而诗亡。”

非也， 《三百篇》 具在， 岂尽触景畅怀、 天籁自

动？ 若二 《雅》、 三 《颂》， 则朝廷郊庙之乐歌

也， 变 《风》、 变 《雅》， 则幽人志士之激谈也，
此孰非议论， 何独宋人然哉？ 特体格风韵至宋而

愈下耳［１９］。
他据 《三百篇》 之例， 说明以诗的形式阐

释道理， 是自古以来不可或缺的内容与写作

特点。
刘仕义 （生卒年未详） 则以杜甫的诗歌为

例， 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杜子美诗所以为唐诗冠冕者， 以理胜也。 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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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风容色泽、 放荡情怀为高， 而吟写性灵为流连

光景 之 辞 者， 岂 足 以 语 《 三 百 篇》 之 旨 哉？
……此见诗之命意， 当主于理矣。 ……此见诗之

用字， 当主于理矣。 若谓诗有别趣， 非关于理，
岂不谬哉［２０］。

他认为无论是汉、 魏， 还是唐代诗人， 例如

李白、 杜甫， 他们的作品所以得到后人的称道，
是在丰富的抒情中向读者说 “理”， 让读者明

“理”。 他强调离开 “理” 而言 “情”， 只是倾

心于 “风容色泽” “放荡情怀” “流连光景”，
并非 《三百篇》 的本旨， 诗人在诗中抒发的

“情” 如果没有 “理” 的支持， 是不可能感动读

者的。
薛应旗 （１５００—１５７５） 是嘉靖间颇有影响

且不随波逐流、 有自己见解的学者， 四库馆臣认

为 “其文章当李、 何崛起之时， 独毅然不变于

风气” ［５］１５９０。 他对 “诗” 与 “理” 的关系， 态

度是十分鲜明的：
今天下论诗者， 谓不关理， 论理者多病诗，

一及六朝， 不遑究观， 而袭闻传听， 已概拟其侈

靡矣。 乌乎， 诗本性情， 邪正污隆， 理无不在。
不有独见， 率同耳食， 未可与论诗， 可与论理

也欤？［２１］

薛应旗此语， 显然是对以说理为特点的宋诗

而发的， 目的在于正视听， 并指出时人对宋诗的

批评不无道理， 与诗之创作实际也不相符。 他强

调 “性情” 之中本有正、 有邪， 有 “真”、 有

“伪”， 此间必然有其 “理”， 得其 “理” 之正，
明其 “ 理” 之 所 自， 才 能 分 辨 “ 真 ” “ 伪 ”
“邪” “正”。 因而， 诗人所抒发的性情， 读者对

性情的感受， 必因 “理” 而发生， 因 “理” 而

判其得失、 正误， 不存在无 “理” 之情， “情”
与 “理” 是不可能别而为二的。

邵经邦 （１４９０—１５６５） 的 《宏艺录》 设有

专节谈作诗之法， 他以 《诗·周颂》 为例， 谈

了对 “理” 与 “情” 的看法：
夫清庙缉熙， 莫非至理所寓， 未可不谓之

诗， 此外别无所谓理也［２２］３１８。
他认为， 没有不言 “理” 的诗。 《周颂》 对

文王的歌颂， 表现了周人对文王深厚的追思， 这

种真挚、 浓烈的情， 无不表达于对文王理性认识

的辞 句 中。 故 他 强 调： 诗 之 格 “ 厌 文 不 厌

理” ［２２］３１８， 正是道出了 “理” 在诗中不可或缺，
诗不可只追求吟风弄月， 只求咬文嚼字而舍弃对

“理” 的坚持和表达， 更不能忘记诗中要努力做

到 “情” 与 “理” 的融洽。
顾起元 （１５６５—１６２８） 是万历年间影响颇

大的学者， 四库馆臣称他 “学问该博， 凡古今

成败， 人物贤否， 诸曹掌故， 无不通晓” ［５］１１５５，
对于诗中的 “情” 与 “理”， 他有这样的看法：

夫世亦安有渺学而可言材、 睽理而可言趣

哉？ 学者， 材之府库； 而材之精， 学所不能至

也。 理者， 趣之渊源； 而趣之深， 理所不能尽

也。 然则士欲寄精于风雅， 而远追乎温柔敦厚之

道， 自非博学以聚之， 穷理以昌之， 于以牢笼天

地， 经纬古今， 原本山川， 极命草木， 徒步虚而

炫采， 矜弋获以自雄， 不已远矣！［２３］

他把 “理” 看成为 “趣之渊源”， 没有

“理” 则没有趣， 没有 “理” 亦不可能进于风雅

之道， 而只是盲目炫耀的文字而已。 在顾起元

“理” 与 “趣” 的关系中， 本质仍是 “理” 与

“情” 不可相分， “情” 以其 “趣” 而使 “理”
流行。 “理” 因其可以揭示宇宙万物之本然， 故

据 “理” 而发之 “情” 乃为宇宙万物纯真之情、
自然之趣， 两者实融为一体。 他的这一认识， 与

邵经邦的说法是相互呼应的。
诗必言理， 使 “情” 与 “理” 的融合达到

无迹可求， 授人以 “趣”， 是诗人追求的境界。
对这个从儒家发展而来、 却被复古论歪曲、 所出

现的扬 “情” 而抑 “理” 的倾向， 直至中、 晚

明才得以在理论上完成系统的论述与正名， 成为

人们的共识。 这个共识集中反映在被誉为 “公
安一派之先鞭” “一扫近代芜秽之习” ［５］１６０６的著

名诗人徐渭 （１５２１—１５９３） 的诗论中。 他有一

个十分著名的答问：
或问于予曰： “诗可以尽儒乎？” 予曰： “古

则然， 今则否。” 曰： “然则儒可以尽诗乎？” 予

曰： “今则否， 古则然。” 请益。 予曰： “古者儒

与诗一， 是故谈理则为儒， 谐声则为诗。 今者儒

与诗二， 是故谈理者未必谐声， 谐声者未必得于

理。 盖自汉魏以来， 至于唐之初晚， 而其轨自别

于古儒者之所谓诗矣。” 曰： “然则孰优乎？”
曰： “理优。” 谓理可以兼诗； 徒轨于诗者， 未

可以言理也［２４］９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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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渭强调的是， 汉魏以前， 没有诗人、 儒者

的截然分界， 若从其作品表达的 “理” 看， 可

以认为作者是 “儒者”； 若从其作品运用的韵

律、 声调看， 可以说作者是 “诗人”。 汉魏以

后， “儒者” 与 “诗人” 有了明确的划分， 儒者

不求声韵， 诗人不谈义理。 因此汉魏以后至唐所

说的 “诗”， 与汉魏及汉魏以前所说的 “诗” 是

不尽相同的。 其标志是作者有没有明确地向读者

言 “理”、 传 “理”。 徐渭认为， 汉魏及汉魏以

前的诗之所以胜于汉魏以后， 乃至唐的诗， 是因

为汉魏及汉魏以前 “儒者” 与 “诗人” 气质兼

具， 亦就是 “理” 与 “声” “情” 融为一体，
向读者明确传达了 “情” 与 “理”。 而汉魏以后

至唐的诗往往缺少 “理” 的鲜明表述， 这是其

不足之处。 不言而喻， 徐渭认为宋人在诗中言

“理”， 正是纠正前人的偏失。
对诗中的议论、 在诗中说理， 徐渭是甚为赞

成的。 他在给朱母夫人的祝辞中， 说出了自己特

别欣赏朱母夫人的诗的原因： “观其诗则又富于

学， 而深入于理。” ［２４］９６１

他对写诗的体会则是 “写情诗贵切致， 难

于不头巾。 写景诗轻松， 难于不理趣” ［２４］１２９９。
他认为对于时下抒情与写景的诗而言， 抒情则应

避免陷入迂腐的习气， 这习气的主要表现就是无

病呻吟， 为写情而造情， 为写景而拟景， 言而无

物， 不能从景物感悟出其中的 “理”， 并通过此

“理” 给读者以 “趣” 的享受。 徐渭强调 “情”
与 “理” 的融合， 是对诗深入思考的结果， 所

以深得晚明诗人的支持。 袁宏道称他是 “我朝

第一诗人” ［２５］５０６， 不是没有道理的。

　 　 三、 明 人 对 “ 诗 ” 与 “ 情 ”
“理” 关系的讨论所产生的影响

　 　 明代诗坛围绕着崇唐、 抑宋所展开的主要是

对宋诗的思考， 从而深入到对诗与 “情” “政”
和 “理” 关系的探讨， 讨论所牵涉几乎是全方

位的。 至万历以后， 随着心学对明代社会的影

响， 明代诗坛对诗的认识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

化。 它首先反映在对诗歌写作的内容与形式上，
人们淡化了复古诗论对诗的诸多限制， 努力还原

诗歌创作的本来面目， 自觉消除了因 “文” 与

“议论”、 “诗人之诗” 与 “文人之诗” 的纠葛

而人为造成的对 “诗” 与 “政”、 “诗” 与

“理” 关系的模糊， 甚至是错误的认识。 写真

心， 在诗中表达诗人对事事物物的理解和态度，
即成为了人们的共识。 “性灵” 诗派的代表袁宏

道， 在结束复古论影响的同时， 指出苟以 “真
情” 予人， 以 “真情” 接物， 则无不与 “礼”
（理）、 “政事” 相通：

政以道天下之喜， 兵以平天下之怒， 刑以释

天下之忿， 和之达于名物器具者也。 故曰兴于

诗， 立于礼， 成于乐， 诗礼必和而后近情也。 又

曰礼乐不兴， 则刑罚不中， 刑政必和而后宜

民也［２５］１５２５。
他从诗歌内容、 情性的 “真”， 艺术审美的

“趣” 以及写作与阅读中享受到的自得之 “乐”
３ 个方面去认识诗， 去反省其时诗坛的过失， 因

而寻找到了新的创作方向。 在这个方向中， 又妥

善地 处 理 了 传 统 儒 家 对 于 “ 诗 ” 与 “ 礼 ”
（理）、 “诗” 与 “政” 这一核心内容， 而表现

了 “性灵说” 对传统诗论的继承。
入清后， 清人继续对复古诗派的主张做出反

省， 并在反省中开拓出新境界。 例如， 清人吴乔

（１６１１—１６９５） 肯定 “诗若字字牵入道理， 则一

厄也” ［２６］６３９， 但却强调 “理实未尝碍诗之妙。 如

元次山 《舂陵行》、 孟东野 《游子吟》 等， 直是

六经鼓吹， 理岂可废乎？ 其无理而妙者， 如

‘早知潮有信， 嫁与弄潮儿’， 但是于理多一曲

折耳” ［２６］４７７。 他所表达的正是 “诗” 不能无

“理”， 但不同于诸子散文； “诗” 因情而发， 又

必与 “理” “政” 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
这时期的另一位学者叶燮 （１６２７—１７０３），

概括作诗之法： “曰理、 曰事、 曰情， 不出乎此

而已。 然则， 诗、 文一道， 岂有定法哉。” ［２７］２０诗

与文一样， 或者说擅长写诗的 “诗人” 与擅长

撰文的 “文人”， 他们的写作目的都是为了说清

某个道理， 表明对身边事事物物的臧否， 不可能

也不必要视 “理” 与 “政” 为诗之大忌， 用其

说法就是 “可言之理， 人人能言之， 又安在诗

人之言之！ 可征之事， 人人能述之， 又安在诗人

之述之！” ［２７］３０

至乾隆之时， 由乾隆御制的 《唐宋诗醇》
可以说是为清人定下了基调， 明确告诉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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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人一吟一咏恒必有关于国家之故， 而藉以

自写其忠孝之诚” ［２８］。 这就是说以御定的方式，
肯定了诗人之情必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这

就是诗中不可或缺的 “政” 与 “理”。
可见， 明代对于 “诗” 与 “情”、 “诗” 与

“理” 的讨论已远远超出了明人的范围， 引起了

明清以后对诗歌的特点及其社会意义进行了深入

而广泛的讨论。 学者们在诗歌的抒情特点中， 再

次发现并肯定了其中说理、 关切时政的要义， 这

不但彰显了传统的 “情理” 说， 亦是中国古典

诗歌传统理论中关于 “发乎情， 止乎礼义” 的

主张在明以后获得了更广义的认识。 诗中表现出

来的 “议论”， 即所谓说 “理”、 论 “政” 的文

人气息， 正是诗歌产生魅力的重要因素。
近代以来， 诗中 “情” 与 “理” “政” 不

可相分离的关系， 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与发展。 周

裕锴指出： “长期以来， 人们习惯于用一种文化

眼光， 即以唐文化为标准的文化眼光来审视中国

传统文化， 因而在惊叹唐文化以赫赫武功为背景

的恢宏气度之时， 往往忽视了积贫积弱的宋王朝

在文化上的博大精深， 并由此在诗学极力推崇才

气发扬的盛唐气象， 而多少不满于思虑深沉的两

宋理趣。 这种以感情取代理智的态度， 由文化而

至文学， 从而在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上形成两个

误区： 一是以唐诗为审美标准来衡量取舍宋诗或

宋代诗学； 二是无视唐宋诗学的差异， 以唐诗精

神代替整个中国诗学的精神。” ［２９］ 事实上， 明清

以后诗人们创作出一大批有情有理、 臧否时政得

失、 呼唤着社会正气的诗歌， 充分显示了 “理”
与 “政” 在诗人情感中的地位， 在诗歌创作中

展现出自身的生命力， 给人以美感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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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话 全 编： 第 ６ 册． 南 京： 江 苏 古 籍 出 版 社，
１９９７： ６３５２．

［２４］ 徐渭． 徐渭集 ［Ｍ］ ．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
［２５］ 钱伯城， 笺校． 袁宏道集笺校 ［Ｍ］ ． 上海： 上海

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１．
［２６］ 吴乔． 围炉诗话 ［Ｍ］ ／ ／ 郭绍虞， 富寿荪，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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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３ 期 陈颖聪： 明人对诗中 “抒情” “言理” “议政” 的思考

投稿网址： ｈｔｔｐ： ／ ／ ｘｕｅｂａｏ􀆰 ｊｍｕ􀆰 ｅｄｕ􀆰 ｃｎ ／

清诗话续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３．
［２７］ 叶燮． 原诗 ［Ｍ］ ． 霍松林， 校注． 北京： 人民文

学出版社， １９７９．
［２８］ 乾隆． 唐宋诗醇 ［Ｍ］ ／ ／ 四库全书： 第 １４４８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３： ２０９．
［２９］ 周裕楷． 宋代诗学通论 ［Ｍ］ ． 成都： 巴蜀出版

社， １９７７： ２．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Ｌｉｔｅｒａｔｉ􀆳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Ｐｏｅｍｓ

ＣＨＥＮ Ｙｉｎｇ⁃ｃｏ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９９９０７７，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Ｐｏｅｔｒｙ ｉｓ ａ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ｅｔ􀆳ｓ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Ｔｈｉｓ ｆｉｎ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ｅｔｓ􀆳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ｂｕｔ ｉｔ ｌａｃｋｓ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ｈｅ Ｎｅｏ⁃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ｃｒｉｔｉｃｓ ｒｅｊ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ｐｏｅｔｒｙ ａｓｓｕｍ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ｉｔ ｃｏｎ⁃
ｔａｉｎｅｄ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ｗｈｉｃｈ ｌｅｄ ｔｏ ａ ｌｏｎｇ⁃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ｄｅｂａｔｅ ｏｎ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ｏｒ ｎｏｔ ｐｏｅｍ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ｉｎｖｏｌｖｅ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ｂａｔｅ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ｅｔｒｙ ｃｉｒｃ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ｅｏ⁃ｃｌａｓｓｉｃｉｓｍ
ｓｃｈｏｏｌ，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ｅｎｒｉｃｈｅ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ｅｄ ｕｐ ｎｅｗ ｈｏｒｉｚ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ｏｅｔ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 Ｎｅｏ⁃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ｐｏｅｔｉｃｓ

（责任编辑　 冯庆福）

（上接第 ３７ 页）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Ｒｅｍｏｌ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ＩＰ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ＴＡＯ Ｒ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Ａｒｔｓ， Ａｎｈｕ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Ｂｅｎｇｂｕｉ ２３３０３０，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ｍｕｌｔｉ ｓｃｒｅｅｎ ｅｒ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 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ｇｒｏｕｐ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ｓｅ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 ａｎｄ ｅｘｃａｖａｔｅ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ｃｏｒ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 ａ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ｏ ａ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ｃａｓｔ ｏｆｆ ｔｈｅ ｓｈａｃｋｌｅ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ｅ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Ｗｅｌｌ⁃
ｋｎｏｗｎ，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ＩＰ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ｃａｎ ｂ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ｔｏ ａｔｔｒａｃｔ， ｐｏｌｙｍｅｒｉｚｅ，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ｔａｒｇｅｔ ｕｓｅｒｓ， ｔｕｒｎ ｄｉｓｔｒａｃ⁃
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ｉｍｌｅｓｓ 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ｆｕｌ ｕｓｅｒｓ．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ａｉｄ ｔｏ ｔｈｅ ｄｕ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ｏｎ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ｏｆｆ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ｈｅｌｐ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ａｔｒｉｘ ｏｆ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ｐｒｅｃｉｓ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ｃａｎ ｂｅ ｒｅａｌ⁃
ｉｚｅｄ ｔｏ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ｍｏｒ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ｐｈｅｒｅ ｆｌｏｗ；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ｉｓｓｉｏｎ

（责任编辑　 张永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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